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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芽时期的中国近代法学教育

———基于南洋公学特班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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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中国近代法律教育体系确立前，诸多新式学校是传播法学知识的主要机构，它们选择教

育模式及其生员学习西方法学知识的过程，展现出了法学教育启蒙时期的探索。学界对中国近代法

学教育在萌芽时期的具体教学形态的阐述实际并不清楚。在这一时期，南洋公学特班的法学教育尤

其值得注意，从其师生日记可见，特班借鉴传统书院制教学的同时糅合了中西之学，其教育内容不再

囿于“交涉公法”，体现出的比较法学教育的精神、西方公法知识的输入等现象，也是这一时期新式学

校法学教育的共同特征。

关键词　法学教育　比较法　南洋公学　蔡元培

自１８６２年７月１１日，作为中国讲授近代西方法律最早的一个教育机构———京师同文馆开办，

拉开了新式法学教育的序幕。〔１〕至１９０２年后，清廷陆续颁布《钦定学堂章程》（癸寅学制）和《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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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讲师、法学博士。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惠赐宝贵意见。本文系中国法学会２０１７年度部级

法学研究课题《建国前后法学教育转型研究———以上海为视角》［ＣＬＳ（２０１７）Ｄ２２］、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

题《继承与超越：新时代“海派”法学教育模式探究》（２０１８ＥＦＸ０１２）、司法部２０１８年度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中

青年项目《近代中国法律职业准入制度研究》（１８ＳＦＢ３００６）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本文另获“华东政法大学博士毕业生

后续学术发展支持计划”资助。

关于京师同文馆的创立背景，学界普遍认为源于１８５８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天津条约》第５０款的约

定：“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自

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此次定约，汉、英文书详细校对无讹，亦照此例。”［犜狉犲犪狋犻犲狊，

犆狅狀狏犲狀狋犻狅狀狊，犈狋犮．犅犲狋狑犲犲狀犆犺犻狀犪犪狀犱犉狅狉犲犻犵狀犛狋犪狋犲狊．Ｖｏｌ．Ⅰ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ＴｈｅＩｎｓｐｅｃｔｏｒＧｅｎｅｒａｌｏｆＣｕｓｔｏｍｓ，

Ｃｈｉｎａ，１９０８，ＦｉｒｓｔＥｄｉｔｉｏｎ），ｐ．２２６．］但事实上，英文版《中英天津条约》并无中文版中所称，“俟中国选派 （转下页）



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在学制上对法学教育做出了具体规定，标志着近代高等法律教育的正式

确立。这一段近４０年的萌芽时期，历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等多项政治运动，新式法

学教育也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２〕〔２〕

目前，学界关于中国近代法学教育萌芽时期的研究成果很多，难以枚举，但大部分著述注重历

史脉络的梳理，对法律教育的具体细节关注不多，集中于研究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成果尚属鲜

见。〔３〕有关这一时期是否存在比较法学教育的萌芽？或是英美法教育的雏形？早期学校的法律

教育究竟以何种方式进行？对于这些问题，学界尚未做出解答。本文即着眼于此，以南洋公学特

班为例，通过对其法学教育发展过程的梳理，理清近代新式法学教育萌芽时期的成长轨迹，归纳出

这一时期中国法学教育的形态特征；借南洋公学特班的法学教育活动，阐释新式法学理念的接受

路径，描绘出中国生员对西方法学知识的认知和思想观念变化的过程。

一、中西会通还是完全西化

清末新政后，随着新学制的颁布，中国开始出现近代意义上的法学教育，教育模式逐步走向一

条整齐划一的道路。新式法政类院校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陆续出现，１９０５年近代第一所

法政专门学堂———直隶法政学堂开办，〔４〕１９０６年第一所法律专门学校———京师法律学堂正式开

学，“以造已仕人员，研精中外法律各具政治知识足资应用为宗旨，并养成裁判人材”。〔５〕

但是，反观新政前萌芽时期的法学教育，可以发现，在救亡图存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潮下，

“公法”教育虽然得到了执政者的重视，但诚如有的学者总结的，这一时期法学教育的整体水准尚属稚

嫩，“新式教育的内容一直局限于语言、军事和技术的范围，而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受‘中体西用’的影

响，法律教育也一直没能突破‘交涉公法’的范围，仍长期处于极幼嫩的萌芽状态”。〔６〕不过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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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４〕

〔５〕

〔６〕

（接上页）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的约定条款，在法文版《中法天津条约》中确有相应的表

述：“ｊｕｓｑｕａｕ ｍｏｍｅｎｔｏùｌｅＧｏｎ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ＩｍｐｒｉａｌｄｅＰｋｉｎ，ａｙａｎｔｄｅｓｉｎｔｅｒｐｒèｔｅｓｐｏｕｒｐａｒｌｅｒｅｔｃｒｉｒ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ｍｅｎｔｌｅＦｒａｎａｉｓ．”（候大清国京师有通事谙晓且能译大法国言语）因此，清廷鉴于现实翻译人才的匮乏创设

了同文馆，乃是间接地受中文版《中英天津条约》及《中法天津条约》之规定的影响。

学界对于近代中国法学教育肇始于何时尚有一些分歧，多数学者将京师同文馆的建立视为近代中国法

学教育的发端［李贵连：《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法学（续）》，载《中外法学》１９９７年第５期；何勤华：《中国法学史》第

３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８４页；王健：《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３０页］，

有的学者则将１８９５年创设的天津中西学堂视为发轫（杨振山：《中国法学教育沿革之研究》，载《政法论坛》２０００年

第４期），也有学者将１９０５年的直隶法政学堂视为起点（方流芳：《中国法学教育观察》，载《比较法研究》１９９６年第

２期）。笔者赞同第一种说法，即１９世纪６０—７０年代确已有新式法学教育的萌芽形态，并且笔者窃以为这一发展

时期止于１９０４年“癸卯学制”的颁布，即清廷在制度层面上确立起了新式的法学教育体系。

目前，学界对中国法学教育萌芽时期的研究大致分为两个方向，一则关注萌芽时期法学教育的发展史，

例如有徐彪：《论清末新式法学教育对中国近代法学的影响》，载《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０５年第３期，徐彪：《论清末新

式法学教育的经验》，载《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０３年第３期。冯子宸：《清末法律教育刍议》，载《史学集刊》２０１７年第

３期。前者聚焦于近代法学教育在萌芽时期的转型与影响，后者侧重于研究戊戌年后新式法学教育的成长。二则

着眼于部门法学在萌芽时期的成长，例如有侯强：《移植与改造：清末新式法律教育中的行政法教学》，载《行政法

学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４期。宫雪：《起步与探索———略论清末民国民事诉讼法学的法律教育（１８６１—１９３２）》，载《中西

法律传统》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参见王健：《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００页。

《修律大臣订定法律学堂章程》，载潘懋元、刘海峰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高等教育》，上海教育

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２９页。

王健：《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５３页。



的是，这一时期教育思想和模式方面却在发生一些变化，不仅在中西会通还是完全西化，这两种办学

主旨间做出探索，不少学校也在尝试结合中西法学教育模式，试图突破局限于“交涉公法”的教学。

贯彻中西会通思想的学校，多会借鉴传统书院的教学方法，将法学与经史大义等内容相结合，法

学功能上类同其他西学，成为了解西方政治法律制度的一项基础知识。这类新式学校大体上“究其讲

学之旨，宗西汉公羊家学，而参西洋哲学宗教家之说，其课程则取颜习斋、李恕谷六府三事之旨，而取

昔人六艺，改为礼乐数恕图枪，在今日视之，颇觉幼稚，然在昔日，已为创获矣”。〔７〕例如，１８９５年味

经书院的《万国公法》仍杂于《三礼》《通志》《通典》等掌故之书中，作为兼涉外洋政治“与中国现行政治

相印证”的学习书目。〔８〕１８９６年创立的陕西崇实书院的学古斋，“以书经春秋三传为本，历代史鉴纪

事附之，兼讲外国古今政局政治并一切刑律公法条约”。〔９〕事实上，这类学校对“西学”的讲授多不深

入，往往偏重于传统“中学”，办学问题也时常出现。例如，京师同文馆的学员就因学习外语闹过不少

笑话，〔１０〕“没有官方的职位给予学员，有些学员因为要花七八年时间学习外语，内心的意志力已经有

些松动了，后悔现在就这么浪费时间”。〔１１〕京师同文馆发展至后期时，师生质量和教学纪律都已退步

不少：“学生们资质鲁钝，无动于衷，教员选了最差的，纪律也是形同虚设。他们个人学习的热情，可能

是因为每人出席会有固定的薪水，只要这份工资照付，他们就会全身心地去得到它。”〔１２〕

与中西会通相对的是完全西化的教育思想，代表学校便是北洋大学堂，这所由盛宣怀呈请，于

１８９５年１０月２日奉准设立的学校，〔１３〕其头等学堂第四年课程中便有万国公法一课，而专门学划

分为五门，其中即有律例学一门，讲授大清律例、各国通商条约、万国公约等课。〔１４〕王宠惠的成绩

单也反映出了具体的教育内容，１８９５年王宠惠入读北洋大学头等学堂，并于１８９９年毕业，四年内

共修习了下列科目：英文、几何学、八线学、化学、格致学、身理学、天文学、富国策、通商约章、律法

总论、罗马律例、英国合同律、英国犯罪学、万国公法、商务律例、民间词讼律、英国宪章、田产易主

律例、船政律例、听讼律例。〔１５〕由这些课程所见，北洋大学堂相比京师同文馆、湖南时务学堂等学

校的法学教育在内容上的确已增进不少，只是在丁家立的主持下也奠定了北洋大学法科以英美法

系法律教育模式为主导的教学格局，〔１６〕“课程编排，讲授内容，授课进度，教科用书，均与美国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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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桢：《近代书院学校制度变迁考》，载胡适等：《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

版，第２６１页。

《味经创设时务学斋章程》，载朱有献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

版，第３７５页。

《魏光焘等：奏陈陕西格致实学书院创办情形折》，载陈元晖主编，高时良、黄仁贤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

料汇编 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３５９页。

参见［美］丁韪良：《花甲忆记———一个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沈宏、恽文捷、郝田虎译，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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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１２，１８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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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欧七斤：《盛宣怀与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兼论晚清绅商兴学》，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史专业

２０１２年博士学位论文，第６１页。

参见《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载沈云龙主编：《近代史料丛刊》（第七十八辑），文海出版社１９６６年

版，第３８５～３９３页。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天津大学编：《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历史档案珍藏

目录》，天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６页。

参见朱志辉：《两位美国人与清末民初的中国法律教育》，载《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０５年第３期。



最著名之哈佛、耶鲁大学相伯仲”。〔１７〕以至于毕业后留学加州伯克利大学的王宠惠，专程写信向

盛宣怀感叹北洋大学堂与伯克利大学的法律课程相差无几：“生等顷在学堂（伯克利大学）中已居

毕业之列。学堂所教授之书，类多在北洋大学堂时已习闻，欲求新学，无几矣。”〔１８〕

照搬英美法学教育模式，使得北洋大学堂几乎沦为了一所美国大学，脱离了中国本土的文化

教育。何嗣焜在参观北洋大学堂时发现，学生精通中文者寥寥无几，有的甚至连简单的国文作文

都写不了，“何先生发现该校学生精通中文者没几个。……不管这些学生对其他学科掌握得多好，

但是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却不会写简单的汉语作文，而且对中国文学毫不熟悉”。〔１９〕这种情况到

１９１４年时仍未改变，以至于该校法科学生毕业后如果要当律师和法官的话，仍需自学中国法律，

“法科的美国教员没有了解中国社会的能力，他们除了给学生讲些固定的课本外，就把学生塞到许

多美国案例里；法科学生肚子里装满了美国案例，但要当律师，做法官，还得自修中国法律，因此不

少北洋法科的毕业生都转入了外交界”。〔２０〕

１８９６年，盛宣怀吸取了北洋大学堂办学中全盘西化的经验教训“如津学之制而损益之”，回归

中西会通的教育思想。〔２１〕他在上海创办了南洋公学，后者成为一所规模宏大的高等学府，“逮盛

杏苏先生瞭于大势所趋，始奏立南洋公学，以与北洋大学并峙，其规模宏远，不特为当时华校所罕

见，抑亦在华西校所难几然”。〔２２〕其卓越的办学成绩，甚至得到了准备复兴京师大学堂的张百熙

的称赞，“查京外所设学堂，已历数年，办有成效者，以湖北自强学堂、上海南洋公学为最”。〔２３〕南

洋公学别具一格的法学教育，既不囿于“交涉公法”，亦不照搬西方模式，坚持契合“中体西用”思想的

同时衔接了本土与西方的法学教育模式，该校成为展现萌芽时期中国法学教育水准的最佳代表。

二、南洋公学特班的法学教育

１８９７年南洋公学正式开课，仿近代西方及日本的三级学制，初建师范院及附属外院。次年建

成中院，并且开设了法律浅学课程，由外籍教员讲授，而后设立铁路班和政治班逐步形成上院，各

生外院毕业后先升中院再入上院，按班递进。“依其所学之浅深，按班递进，上院生即以法文理三

部为纲，而以法文两部为重。”〔２４〕由此，公学建构起外院、中院、上院组成的正规学校教育系统，采

用分年级按班级的授课制度，成为中国最早的分层设学，且相互衔接的三级学制体系。〔２５〕

　　（一）特班成立背景

１９０１年，南洋公学于上院中院之外，特设一班“以待成材之彦之有志于西学”，定名为“南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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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书田：《北洋大学之过去五十三年》，载北洋大学 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编：《北洋大学 天津大学校史

资料选编》（１），天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４０３页。

王杰编著：《学府探赜：中国近代大学初创之史实考源》，天津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３４页。

［加］福开森：《南洋公学早期历史》，载《交通大学校史》撰写组编：《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９页。

《〈北洋大学事略〉记民国初年的北洋大学系科调整风潮》，载朱有 !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
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６１页。

参见上海市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１１７６３４ ２，《请设学堂片》。

《北京大学蔡校长（元培）在本校廿周纪念会上祝词》，载前注〔１９〕，《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６９页。

《张百熙奏办京师大学堂疏》，载朱有 !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７年版，第８３２页。

《南洋公学纲领》，载《实学报》１８９７年第１—１４期，第３３１页。

参见欧七斤：《盛宣怀与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兼论晚清绅商兴学》，华东师范大学２０１２年教育史专

业博士论文，第６５页。



学特班”，〔２６〕专教中西政治、文学、法律、道德诸学，“养成新式从政人才”。〔２７〕其实，早在特班成立之

前，盛宣怀就已经注意到了法政之学的重要性，“政法交涉士夫所当研求，异国衔使命来者，莫不精心

结撰，知己知彼，春秋巳重为命，近日何独不然”。〔２８〕筹建南洋公学时，盛宣怀就想在北京和上海分别

设立一所专教法政之学的达成馆附于南洋公学之内，以期能培养外交人才，“在京师及上海两处各设

一达成馆，取成才之士，专学英法语言文字，专课法律、公法、政治、通商之学，期以三年，均有门径，已

通大要，请命出使大臣奏调随员悉取于两馆”。〔２９〕可惜的是，碍于经费有限，达成馆最终未能设立。

１９０１年清廷诏令开设经济特科，借此契机，盛宣怀便请求设立特班应经济特科之选，以储国家栋

梁之材，“去岁变法，治下人心奋起，海内明达之士必多有志西学，亟宜于南洋公学设立特班，以待成才

之彦。他日学成，可备朝廷器使等因”。〔３０〕因此，特班的创设构想实际脱胎于达成馆，“但公学设此特

等，系本达成馆初意”。〔３１〕故而，在办学理念上也可看出特班一脉相承于达成馆，“变通原奏速成之

意，专教中西政治、文学、法律、道德诸学，以为有志应经济特科者预备之地”。〔３２〕具体如校方注重专

学的教育观念，在设计达成馆时盛宣怀就提出了让学员专学一门的构想，“达成馆专学政法、交涉，在

今日为济时之急务，在他日即为专学之一门”。〔３３〕尽管达成馆的计划被清廷否决了，但是，专学的办

学理念在之后的南洋公学管理层中达成了一致，监院福开森（ＪｏｈｎＣａｌｖｉｎＦｅｒｇｕｓｏｎ）明确承认公学的

教员应当限定在专教几门课程上，“我们的方针是不给学生从范围广的课程中取得肤浅的知识，而是

把我们自己局限在教几门课程上，使得学生能够透彻地掌握知识”。〔３４〕特班的教学设计亦是如此，

学生仅专攻政学中一门，不再涉猎其他学科，“宜专志政学，不必兼涉艺学”。〔３５〕

特班成立后，盛宣怀对其期望很高，因为自己不谙外语，每逢办理对外交涉事宜备尝辛苦，盛

宣怀希望特班能培养出如曾国藩、李鸿章之类的股肱名臣：“但望学成之后，能如曾李两星，使以少

年贵胄而习方言，折衡俎豆，获益良多。本大臣不谙文语，每逢办理交涉备尝艰苦，此中损益情形

应与诸生共喻之。”〔３６〕

　　（二）特班的师生

特班专设管理者两名，分别担任监督和指导，前者初由赵从蕃担任，不久赵氏辞职，改由王舟

瑶继任，而指导一职始终由蔡元培负责，“特设教员二人以管理之，其一任监督，初聘江西赵君从蕃

任之，赵君辞职后聘黄岩王君舟瑶继任；其一任指导，则由我任之”。〔３７〕除此之外，特班还配有英

文教习，由吴纯之和冯玉帆担任。〔３８〕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教员数量略少，但均有功名在身且学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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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设南洋公学特班章程》，载前注〔１９〕，《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第６４页。

蔡元培：《记三十六年以前之南洋公学特班》，载前注〔１９〕，《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６９页。

盛宣怀：《督办铁路大臣盛复允湘学院捐助湖南算学生员赴顺天乡试书》，载（清）江标等编：《湘学报》

（一），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８６页。

上海市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１１７６３４ ２，《请设学堂片》。

《请设特班呈文（节录）》，载前注〔１９〕，《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第１２～１３页。

《批复南洋公学设立特班》，载前注〔１９〕，《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第３９页。

上海市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０４４８４５，《奏陈南洋公学历年办理情形请旨遵行折》。

上海市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０４５０３３，《筹建南洋公学及达成学舍片》。

［加］福开森：《南洋公学早期历史》，载前注〔１９〕，《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第１２～１３页。

《南洋公学添设特班是为应经济特科之选》，载前注〔１９〕，《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第３９页。

同上。

前注〔２７〕，蔡元培文，第６９页。

参见王世儒编：《蔡元培日记》（上），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８１页。



渊博。赵从蕃在任特班监督前已是光绪甲午科进士，〔３９〕履职公学期间，尽心办学，“措置一切，尤

为井井有条”。〔４０〕继任者王舟瑶１８８５年入杭州诂经精舍，学识为俞樾称赞。１８８９年中举人，先后

被福建、江苏督学聘任，主讲清献于临海东湖书院，１８９６年受清廷赏内阁中书衔。〔４１〕蔡元培则是

１８９２年的进士，１８９４年得授翰林院编修职，之后历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澄衷学堂校长。受聘为

特班指导后，蔡元培也承担了主要的教学任务。

１９０１年５月，特班举行招生考试，分初试和复试，初试地点在南洋公学，复试地点则在盛宣怀宅

内，考试方式为笔试，内容为国文，试题涉及国学和时策，题目晦涩难懂，如《明夏良胜中庸衍义书后》

《请建陪都议》，“与试者大都不知第一题之出处。由监试员检试四库全书提要。乃勉强完卷”。〔４２〕

首批录取学员４２人，尽管特班章程载明：“凡学识淹通，年力健强者，均可入学。有无出身勿

论，曾习西文否勿论。”〔４３〕但多数新生已有功名在身，其中有举人２人，附生１６人，监生８人，廪生

５人，近四分之三是江浙籍，在两年的学习中有不少学员中途辍学，毕业时学生人数已降至３５

人。〔４４〕尽管，学生人数时有波动，但是丝毫不影响学员的学习热情，如洪允祥就时常在其日记中

自勉：“初十日，看国法学，近日功课潦草，大有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之意，如此岂有圆满之日哉，提

起精神，□鞭向前，毋落人后也。”“日月逝矣，所学无一可恃者，千病百通由无恒二字耳，今特发宏

愿，力矫夙弊，作功课表如左，偶或违此，惰子之归而君子之弃矣，吁其戒之。”〔４５〕

１９０２年公学爆发墨水瓶事件，〔４６〕特班濒临分崩离析，从１９０３年开始，南洋公学办学方向也由

政学转办实学，各班受到了裁撤，“现拟将译书院、东文学堂及特班、师范班全裁，商务学堂亦缓办，

只留中院生六班，以二百人为度”。〔４７〕１９０５年，公学彻底转型为上海高等实业学堂。〔４８〕

（三）特班的法学教育

南洋公学的教学主旨始终围绕“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公学所教，以通达中国经史大

义，厚植根柢为基础，以西国政治家日本法部文部为指归，略仿法国国政学堂之意”。〔４９〕但盛宣怀

对特班则有更高的要求，他主张特班应当专攻政学，达到中西贯通之效果，“宜专志政学，不必兼涉

艺学，尤宜讲求中西贯通，希合公理之学，不可偏蹈新奇乖僻混入异端之学”。〔５０〕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特班章程规定课程分前后两期，各限３年卒业。前期的初级课程包含：英

文（写、诵、文法、章句），算学（数学、代数、几何、平三角），格致化学（手演）；后期的高级课程包括：

·３１１·

沈　伟：萌芽时期的中国近代法学教育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参见秦国经主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版，第７３６页。

陈壁：《望嵓堂奏稿》卷三，载沈云龙主编：《近代史料丛刊第十辑》，文海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第２５６页。

参见严振非总纂：《浙江省黄岩县志》，三联书店上海分店１９９２年版，第６０５页。

前注〔２７〕，蔡元培文，第７５页。

《拟设南洋公学特班章程》，载前注〔１９〕，《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６４页。

参见上海市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０２６４９８，《南洋公学特班生成绩表》。

上海市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０４４９２２，《洪允祥日记等》。

１９０２年１１月１４日，南洋公学教习郭镇瀛到五班上国文课，发现座椅上有一个空墨水瓶，认为是学生讽刺

他胸中无墨，便要求开除伍正钧等３名学生，引发五班学生集体抗议．总办汪风藻决定开除五班全部学生，引起南洋公

学１４５名学生退学，史称“墨水瓶事件”。参见秦国强：《中国教育史话》，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８０页。

《附录 商约大臣盛宣怀来电》，１１ ７，河南大学出版社袁世凯全集数据库，１９０３年２月３日。

参见《商部奏改南洋公学为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折》，载《申报》１９０５年３月２９日，第９版。

《南洋公学章程》，载前注〔１９〕，《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第３６页。

《南洋公学添设特班是为应经济特科之选》，载前注〔１９〕，《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第３９页。



格致化学（阐理），地志，史学，政治学，理财学，名学。〔５１〕考虑到有些特班学生已经学习过了初级

课程，有些则没有接触过，校方统一将特班安排在中院学习，“因特班生对于初级功课有已习或未

习者，故均在中院上课，或插班，或开班，我已忘之”。〔５２〕

需要注意的是，因特班仅存在２年，实际教学仅仅停留在了前期课程上，〔５３〕也就是主要讲授

英文、算学和格致化学的课程。具体的教学安排可从黄炎培就学时的课程表中窥见：

表１

课

程

表

日曜

时刻　　　
月 火 水 木 金 土

七半 读西文

九半 上西课堂

十二 阅报译英文法

十二半 译东文

二半 格致 算学 格致 算学 格致 算学

三半 看书

七 读西文

九 杂阅书报，补未竟功课

（上海市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０４４３５７ １，《黄炎培日记》）

由上表可知，特班课程安排得非常密集，星期的称谓以日式的月、火、水、木、金、土指代，教学偏重

历史性和理论性，按其规章所定，每日的课程中有三小时编纂，三小时讲义，一小时修辞之学，“编纂为

探迹之学。凡所看记叙之书（日本人所谓历史的）皆属之。讲义为探理之学，凡所看论著之书皆属之

（日本人所谓理论的）。讲堂七小时外，随意看书，有心得疑义，可别录，与札记同缴”。〔５４〕

特班学生除了要学习格致、算学、西文外，还承担了不少翻译书籍的任务，这也是受盛宣怀“译书

尤为兴学之基址”的教育思想影响。〔５５〕特班日文的教学由蔡元培亲任，以和文汉读法帮助学员速成，

似乎取得了不错的教学效果，“其时学生中能读英文者甚少，群思读日文书，我乃以不习日语而强读日

文书之不澈底法授之。不数日，人人能读日文，且有译书者”。〔５６〕“学生有愿习和文汉读者，是日始课

之。”〔５７〕对照洪允祥日记中的内容可见，特班的学习日程得到了学员们更加严格的执行：

六点半开钟即起，温习西文；九点半上西课堂；午后之二点半看国法学兼及宪法门应

看之书，如国家学原理等，他门书不必看；二点半之三点半，东文算学；间日上课余涉猎词

章时务各书不拘，灯下读西文，不得以他课间之。〔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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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元济：《张元济全集 第５卷 诗文》，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７页。

前注〔２７〕，蔡元培文，第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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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公学特班生学习办法》，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３４～１３５页。

《南洋公学推广翻辑政书折》，载夏东元编：《盛宣怀年谱长编 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

７４５页。

前注〔２７〕，蔡元培文，第６９页。

前注〔３８〕，王世儒书，第１９６页。

上海市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０４４９２２，《洪允祥日记等》。



至此，我们不禁要问，特班是否存在法学教育？

事实上，特班的法学教育比较特殊，它并不在初级课程的课表中，而是隶属于课外学习，即“西

课余暇，当博览中西政事诸书，以为学优则仕之地”，校方配以上文介绍的两位教员（监督和指

导）加以辅导，整体上借鉴了传统书院的方式，“指导之法，稍参书院方式”。〔５９〕学生每人写札记交

由教员阅批，辅以考试问答作为补充，札记每７日一缴，一节精要，一著心得，一记疑义，〔６０〕特班学

生开始学习前，先由蔡元培开示修习门类及相对的应读书目，学生可自由选择一至二门，凭着书目

顺序向学校图书馆借书或者自购阅读。特班的专研科种类多样如有：法律学、哲学、外交学、政治

学、理财学、理化学、行政学、文学、教育学等。〔６１〕在这些修学门类中，黄炎培选习了外交学一门，

蔡元培于是列出了“国际公法”和外交文牍给他。〔６２〕至于阅读频率，专研科为法律学的王世澂一

个月的学习书目大致如下：阅读法学通论（４次）、温习东文文法（２次）、阅读支那文明史（１３

次）。〔６３〕具体的教学情形，在黄炎培的回忆中得到了展现：

吾师手写修学门类及每一门类应读之书，与其读书先后次序。其门类就此时所忆

及，为政治、法律、外交、财政、教育、经济、哲学、科学———此类分析特细，文学、论理、伦理

等等，每生自认一门或二门，乃以书目次序，向学校图书馆借书或自购阅读。每日令写札

记呈缴，手自批改，隔一二日发下，批语则书于本节之眉，佳者则于本节左下加一圈，尤佳

者双圈。每月命题作文一篇，亦手自批改。每夜招二三生入师朝夕起居之室谈话或发问

或令自述心得，或对时事感想。〔６４〕

考试问答每月月中由教员命题，以甲乙划分等次，“学生每人写札记由教员批阅，月终由教员命题

考试，评次甲乙，送总理鉴定”。〔６５〕笔者遴选了部分考题，以现代法学学科体系划分，试做如下归类：

表２

宪法 论立法司法两权分立之理

行政法 论绅权之关系

民法 吾国素无民法之名按民法定义而刺取律目之合于其义者证明之

刑事诉讼法 论刑逼招供之非理

法理 论法律与道德区别之界随各国文明之程度而转移

国际法 论国际公法之性质可以国家学中之民约论证明之

法制史 游侠平议，殷法刑弃灰于道辨

刑法 论监禁与放流两刑用意之异同

比较法学 日本钦定宪法与布鲁士宪法异者何在

（上海市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０４４９２７，《节译克氏亚洲游历记》〔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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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注〔２７〕，蔡元培文，第６９页。

“札记之例：一稽本末（即因果，凡下论断，必先推其前因后果），略如纪事本末之属。一比事类，略如赵

氏札记之属（此即论理学归纳之法，谓于杀散殊别中，抽出共同公理以贯之）。一附佐证，略如商榷考异之类（本书

不详，别引书证明之，或援以比例时事，惟不可涉于琐屑）。”《南洋公学特班生学习办法》，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

集》第一卷，中华书局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３４～１３５页。

参见上海市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０２６４９８，《南洋公学特班生成绩表》。

参见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３８页。

参见上海市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０４４３５７ ３，《王世澂日记》。

黄炎培：《敬悼吾师蔡孑民先生》，载浙江研究社编辑：《蔡孑民先生纪念集》，浙江研究社１９４１年版，第５０页。

前注〔２７〕，蔡元培文，第６９页。

载前注〔３８〕，王世儒书，第１８６～１９９页。



从问答题目中可见特班法律科的教学范围很广，涉及国际法、民法、刑法等方面，较之同时期

的味经书院、崇实书院乃至京师同文馆，特班的法学教育显得更加细致多样，与北洋大学堂相比而

言，则更突出了“中学为体”的元素。且从其课堂讨论的内容中可以看到特班的法学教育不是仅仅

停留在法律知识的介绍，而是带着一些学理性的思考。例如，在讨论中国有无民法时，特班学生从

物权、债权、亲族、继承四点，解读中国有类似民法的规定而无民法原理，甚至已经考虑到未来民法

的修订必须重视国民之习惯，“吾国民无法律概念者不得谓非吾国无民法有以致之也，……法之立

也，必有立法者之意载乎其中，其法谓之法律，其意则法理也，吾国立法者，曾无意于民法，故虽有

民法之规定，而实无此条法理。欲修一完全民法，为国民所共遵守，则非特取诸成文法而已，尤必

究吾民之惯习法而厘订之而后可也”。〔６７〕

值得注意的是，法律科的修习书目颇为专业，如宪法学修习的书目有：国文、国家学原理、国家

学、宪法精理、万国宪法志、国法学、大清会典、历国岁计政要。〔６８〕学习方法上以循序渐进，按部就

班为主，且课外书目的种类亦很广泛：

宪法学：国法学，每日看一课，国家学原理每日看一章；算学：演代数备旨；西文：每

课极少课二十遍，每日温已读书三课，饭后学西字，七点半译西文；东文：看和文汉读法；

涉猎各书：三通考辑要，史记、杜诗、义山诗、万国地志、新民丛报、天演论、日本宪法、熙朝

纪政。以上所定课程，与永藩同志，互相结束，不得偶旷，三月初一日书。此月三十日内

应看毕书目：国家学原理、日本宪法、三通考辑要、與地门、万国地志、曾选义山诗。〔６９〕

特班学生毕业时，校方会考查学生专研科、文词、算学、英文、日文的成绩，此外也会评判学员

日常的行仪举止，如下表中王世澂、徐敬熙、王世谦的成绩不仅反映出特班对法学教育的重视，而

且可以发现法律学已作为一门专业科目独立出现：

表３

籍　贯 姓名 专　研　科 文词 算学 英文 日文 行仪

福建侯官

县举人
王世澂

法律学，精研法理阐显微

幽，锲而不舍，足以专门

名家

隽永
如中院

二班生
甲 安详

江西湖口

县廩生
徐敬熙 法律学，研求学理日有进步 条达

肄业东

文学堂
谨饬

福建侯官县 王世谦
法律学，颇能演绎法理，旷

课甚久
清矫

如中院

二班生
拘谨

（上海市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０２６４９８，《南洋公学特班生成绩表》〔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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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标准如下：算学分为甲（心思敏捷布式简明）、乙（学不躐等功无间断）、丙（加以熟练必有可观）三

等；英文则分为甲（口齿清楚，文法娴熟又勤敏好学，进步最速）、□甲（勤敏兼备，所授文学均能理会）、乙（学力有余

尤能潜心于文法，故写作均有可观）、□乙（志趣向上学有心得）、丙（作辍不常，然于功课尚有进境），□丙（能耐勤劳

尚堪造就）六等；日本文分为：甲（通和文汉读法，看和文书除通俗书，十解其九者，如殷崇亮、邵闻泰、林文潜、洪允

祥四人和文书之疑难不过百分之二三），乙（较甲级为浅者，和文书十通五六者）两等。上海市图书馆藏：盛宣怀档

案，０２６４９８，《南洋公学特班生成绩表》。



从南洋公学特班的法学教育情况，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近代西方法律知识的传授过程，而且

这一培育模式对学生产生了一定影响，为其未来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特班学生毕业后有不少

从事与法律相关的工作，如吴宝地、潘承锷在上海执业律师，王世澂、朱履和、贝寿同任职于司法机

关，洪允祥在大学讲授法学课程，邵力子投身于民主事业。〔７１〕正如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法律

经济科留学的项骧，向盛宣怀感慨道：“今日得以稍窥世界学问之崖略者，皆自公学发其端。”〔７２〕

三、萌芽时期中国近代法学教育的特征

南洋公学特班并非是这一时期新式学堂中的特例，但却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同时期的京师同

文馆、湖南时务学堂、直隶畿辅学堂等学校，都在不同程度上展现出了一些法学教育的活动，不过

均有蜻蜓点水之嫌，并未如南洋公学特班这般细致翔实。总体而言，基于南洋公学特班的考察，可

以发现，近代中国法学教育在萌芽时期呈现出了以下几点特征。

（一）比较法学教育的精神

尽管，清末新政前尚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法学教育体系，但是比较法学教育的萌蘖可能已经

出现了，例如在湖南时务学堂的三种专门学中，掌故门和公法门均涉及了外国律例及通商条约的

内容，〔７３〕课堂教学中亦有中国与法国军事法的比较讨论。〔７４〕江苏南菁书院则有对西方律师制度

和日本变法等问题的讨论，〔７５〕上海格致书院亦不乏此类现象，在其考试中便有中西法律异同比较

的课艺题目，“西国用律师判断两造，权与官捊，此中国所无也。中西律例异同安在？能详悉言之

欤？”〔７６〕只不过，这些学校的比较法学教育尚未受到真正重视并且形成一定规模。

相比之下，南洋公学特班在教学中体现出的比较法学教育精神则更为明显，这与其教育宗旨

讲求中西贯通不无关系，“尤宜讲求中西贯通希合公理之学，不可偏蹈新奇乖僻混入异端之

学”。〔７７〕从学员作文中可见他们已明了一些学习法律的具体方法，如邵闻泰在读完《各国交涉公

法论》后领悟到学习罗马法“不可泥其文字与条款，求大意所在”，学习法律不可“斤斤于文字与条

款之间”，进而感叹效仿西法不能取其皮毛，须知西法之精意是也。

法律之学，至精至细，若不深明其意，而徒斤斤于文字与条款之间，则其所订条款文

字，亦必耗损不浅，我国与西人所订和约，往往因一二字之含混简括，贻人口实，此在当局

者非不审慎，而无如其不明法律之深意也，且岂特法律已哉，经纬万端泥迹者败，政治教

育皆必酌量之事理，从其是而去其非，自强而仿西法，殆非深知西法之精意不可也，袭取

皮毛，还珠买椟，天下事殆无一可为之矣，而法律之非其显著者哉。〔７８〕

诚然，以今日的视角看，特班的比较法学教育显得非常稚嫩，但其多样的比较法学教育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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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健：《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３０页。《南洋公学特班同学调

查表》，载《南洋旬刊》１９２６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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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徐滌珊：《湖南时务学堂学生日记类钞》，三通书局１９１４年版，第１４３～１４４页。

参见前注〔８〕，朱有! 书，第４２２～４２３页。
（清）王韬：《格致书院课艺７防务 税则 刑律》，上海富强斋书局１８９８年版，第９５～９６页。

《南洋公学添设特班是为应经济特科之选》，载前注〔１９〕，《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第３９页。

上海市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０４４９２６，《邵闻泰日记》。



折射出了彼时比较法学教育的一种萌芽形态，从历史的维度看确是殊为难得。例如在特班师生的

问答中，就有对西方国家之间法律的比较，《日本钦定宪法与普鲁士宪法异者何在》一文就从议会

对宪法有无修订和解释权的角度出发，比较了日本和德国钦定宪法之间的区别：

普鲁士之宪法虽有钦定之名，实由议会修正，而后颁行，日本则君主自定之，未经议

会之修正，此不同者一也。宪法或有疑义，在普则君主与议员各争解释之异同，在日则君

主咨之枢密院而已，在下者不得执异义，以解已定之宪法，此其不同者二也。故钦定宪法

之名当专属之于日，在普则名实稍不相符矣。〔７９〕

此外，还有中西法律之间的比较，如《中外刑律互相有异同，自各口通商日繁，交涉应如何参酌

损益妥定章程令收回治外法权策》一文将收回治外法权与现实国情联系起来，比较了中外刑律之

间的异同；〔８０〕另有不同法律思想之间的比较，《民约说为佛国宪法之本，果足为公理否？》一文比较

了卢梭与孟德斯鸠法律思想，得出“卢梭之意在乎震激佛人之国民思想”不过是“哲学家之思想”，

而孟氏之说乃立国之“公例”；〔８１〕更有中国古今法律之间的比较，如《揭唐律今律之大不同而有关

系者，评其得失》〔８２〕和《论监禁与放流两刑用意之异同》。〔８３〕

不难发现，南洋公学特班利用比较法学教育的最终目的仍是经世致用，无论是从其题目设计

还是学生回答，都反映出师生希冀通过比较中西各国法制异同，寻找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和

路径。如《英德日本皆立宪君主政也，中国欲定宪法当以何者为则》一文比较了英国和德国君主立

宪政体与国情的关系，得出两国的立宪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的论断，进而分析中国制定宪法的方

向乃是学习日本，最终倡议创建适合中国的立宪制度，“将来中国立宪之制，则当以日本为根本而

以英国为发花时代，其结果则未知有限也，盖进化之理无止境，斯政体之改良无形，中国且不能以

强大之英国限况在髫年之日本乎哉”。〔８４〕再如《拟中国地方自治之制》一文解释了中央行政与地

方自治之间的关系，比较了日本和英国之间的不同，阐释中国宜行地方自治的理由，“文明之世咸

亟亟自治之制以补政府之所不及，盖非欲侵中央之权以乱统治之局，而正欲由自治之功以毕中央

之业耳”。〔８５〕此外，在这些习作的评语中亦可看到，特班教员颇鼓励学生用比较法学的方式思考

问题，“能以现行事例比阐之甚佳，文颇草率”。〔８６〕

（二）西方公法知识的输入

如这一时期的多数新式学堂一样，南洋公学特班也扮演着输入和启蒙西方先进的法学知识的

角色，在其学员的作文和日记中清晰可见师生间传道授业解惑的过程，特班师生对法不溯及既往、

三权分立、君主立宪制等法学概念均有细致的讨论。〔８７〕

有趣的是，一方面，大多数特班学生是功名在身的地方生员，入读特班也是为了应试经济特科

做天子门生，入学前他们接受的是传统的四书五经教育，这也符合特班“专收学识淹通，年力强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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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生肄业西学”的入学要求。〔８８〕１９０１年特班举行的招生考试，校方并未对西学加以考察。〔８９〕同

时，南洋公学的培养目标是造就忠于清廷的洋务人材，因此公学的尊孔与忠君表现得非常突出。

每逢朔望，公学总办会率全体师生排队至礼堂用三跪九叩礼谒圣，每年８月２７日孔子诞辰均会悬

灯结彩放假庆祝。〔９０〕彼时上海革命党的运动风起云涌，校方也一再上表清廷声称竭力保护公学

不受侵害，“前年上海革命自由诸党纷纷煽惑公学，该令尤能约束生徒”。〔９１〕此外，特班的生员也

多胸怀报国之志，在他们所吟诗中亦可窥见其爱国之情：“报国驰驱始，忧时涕泪频。有家休话别，

去去饱风尘。”〔９２〕“何人死报君恩重，为诵离骚吊国殇。”“蓬蔂书生成底事，杞天低处祗愁哦。”〔９３〕

另一方面，这些生员通过研读《法学通论》《国法学原理》《宪法精理》等法学著作，对西方法制与晚

清时局有了自己的见解，这些书籍除了引介法学知识外，它们也起到了传播西方政治思想的功效。如

学员研读的《宪法精理》一书即是“采集各国宪法正文，述其成立之所由”，“详论宪法之原理，而举列国

现行宪法为例”，书中对宪法的意义、主权、国民权利都有详细介绍，蕴含颇多在当时视为“激进”的观

点，如在其序言中就断言：“公理日明，人人终有求其自由之一日，则国必易人之统治而代以法律，此一

定不易之时势也。”〔９４〕这也恰恰是校方所担心的，张美翊就颇为忧虑，并且劝诫盛宣怀应该引进“心

术端正”的人员，不宜让蔡元培编译孟德斯鸠和卢梭等人的著作，唯恐“致扬民权之焰”：

近闻学堂及在日本官派学生多倡平权自由甚，且昌言革命覆满，实亦清议国民等报，

及新出译书汇编等书惑之，……蛰仙、叔蕴言，如延蔡鹤顷编译东文书，须先为慎择，勿从

事于法人孟德斯鸠及卢骚之书，致扬民权之焰，其襄校亦应引进心术端正之士。〔９５〕

作为受众的特班生员，接收这些知识时的认知也体现出了浓厚的时代特征，如学生对《宪法精

理》一书中“人民权利”一节的理解就颇值得玩味，该书罗列了人民应当有起诉、服官、尊信、迁徙、

鸣愿等十三项权利，在讨论这些权利与“我国现行法制”有无违合时，学员将它们分为完全者（赴

诉、服官、尊信）、有而不完全者（产业、本身、家宅）、公认者（书函）等七类，并且认为当时的法制环

境下，人民权利已大有改观，“今兹所行，虽仍不出乎君主有权人民无权之成见，然其二千年传来之

专制君权，其程度固已大退。君主之权少减，则人民之权利渐进，故得于日渐之恢复者有之”。〔９６〕

在诸项权利中生员们认为最不发达者是参政权，这也是造成“彼日强而我日弱”的症结所在，

“平民不准议论朝政，生员不许有所建白，参政之权，我国所极不自由者也，……泰东西均转而为公

民国家，而我国犹墨守其专制政体与之角逐，彼日强而我日弱，非大昌参政之权而起人人之国家思

想以抵之，则计将安出哉”。〔９７〕中西权利的不同，实是两者对自由的见解存在差异，“盖欧人之自

由，以法律为范围，以侵人之自由为界限，故人有之而安，国有之而强，而我政府所忌所疾之自由则

非欧人所宝之自由也，疑自由将侵我法律也靳之，疑自由之将犯我君父也则靳之”。清廷将自由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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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无父无君违法乱序之病根而限制自由，生员们则认为如欲强国必先解自由之义，完全赋予人民

权利，“自由之解一日不明，则人民权利一日不全，人民权利一日不全，则公民国家一日不立，公民

国家一日不立，则立宪政体一日不成立，立宪政体一日不成，则私人与公民争，专制之国家与合群

之国家争，何以言内政，何以言外交，何以强种，何以强国”。〔９８〕

除了对自由和权利有了自己的见解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生员的作文中还反映出了他们在国

民和臣民的身份间徘徊，对于君主权力的迷惑与身陷专制的挣扎，“君政之弊常至于君重民轻，上

下背戾，共和之弊在国民逞威权夺横无不至，故调和君民使之连合巩固，莫若立宪君治政体”。〔９９〕

生员们既苦于专制之弊，又不能悖君君臣臣之纲常：

国君者，国家第一之臣仆，斯言也，自孛王弗利德力飞言之则为格言，而自臣民言之，

则固大不可也。国民者，诚不可无独立不羁之精神，然苟至以臣仆视其君，则孔子所谓君

君臣臣之义又安在，故国君能以臣仆自居，而不以帝天自视，而国民则恪守尊亲之义，其

斯为君臣各得之道欤。

蔡元培批语：臣仆者，犹言办事之人耳，非恶名也。〔１００〕

蔡元培对“臣仆”的解释，不仅像是对生员的一种宽慰，更似一种理念的灌输，间接地认同了国君

即为臣仆的论断，否定了君君臣臣的纲常思想，正是在这样的教育下，生员们的思想发生了渐变。

１９０２年南洋公学爆发了轰动一时的墨水瓶事件，在生员对校方的声明中，除了控诉管理层的

专制以外，他们也借宪法原理中的权利义务概念表达了不甘为奴的思想，由此亦可见，生员对执政

者与国家在认识上有了根本区别，体现出了法制思想的转变：“欧美各国宪法夙立，权义分明，为国

民者即使仅有服从法律勤勉义务之思想已为幸福，而学校之中一切规则课程，殆无不适宜于学生

者，其学生守分修业固已可矣。我国政界顽野已极，非有改革思想者殆不得为国民，而学校行政其

顽野亦复不逊政界。使于学生思想中惟留服从之一点，而其余之一切排去之。则今日为学校之奴

隶，他日为政府或外人之奴隶而已，於我国何裨焉？”〔１０１〕

（三）近代法学教育的引路人

近代法学教育在萌芽时期的成长，少不了无数引路人的努力，例如京师同文馆的丁韪良、北洋

大学堂的丁家立、湖南时务学堂的梁启超等，他们作为启蒙者不仅引介了西方的法学知识，而且也

推动了新式的法律教学模式的发展。南洋公学特班亦不例外，总教习蔡元培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

角色，由其教学活动亦可瞥见近代法学教育模式的演进。

１９０１年，因刘树屏与盛宣怀的情谊，由刘氏推荐，蔡元培被聘任为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１０２〕

刚刚见证戊戌政变的他，便发现如欲自强，必先改变人们的人心与风俗，“戊戌之变，元培在京师，

历见其终始。……居今日而欲自强，其必自人心风俗始矣”。〔１０３〕南洋公学特班也就此成为蔡元培

践行自己教育理念的平台。

在特班的教学中，蔡元培常常通过试题、评语等形式引导和启发学生的求知欲，“斯时吾师之

·０２１·

交大法学　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９８〕

〔９９〕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０２〕

〔１０３〕

同注〔９６〕。

上海市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０４４９２６，《邵闻泰日记》。

同注〔９９〕。

《南洋公学腐败历史之余录》，载《选报》１９０２年第３５期。

参见高平叔：《蔡元培与南洋公学特班》，载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编：《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建所二十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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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人，其主旨何在乎？盖在启发青年求知欲，使广其吸收，由小己观念进之于国家，而拓之为世界。

又以邦本在民，而民犹蒙昧，使青年善自培其开发群众之才，一人自觉，而觉及人人”。〔１０４〕学生每

次上交的读书笔记，蔡元培都会亲自批改并加注批语，加以指导，如下列王世澂的作文即是如此：

今虽各行省议立学堂，然人皆知书尚需时日，则莫若用演说法，择乡邑之有声望者，

随时以此理开导，使夫吾国之民，晓然于国家之重收租税，皆为我民之故，然后详审利弊，

精择而切行之，而后可也。

蔡元培批语：今日非设议院不可，演说尚恐空言，不足以动之。〔１０５〕

当然，评阅的范围并不仅限于读书笔记或札记，乃至学生的日记及译稿也会随时抽查评判，这

实际也是盛宣怀的要求，“嗣后所造浅深，当不难于日记中考核”。〔１０６〕对于这种严苛的审查，学生

们也感到了不少压力：“今者教习每日莅课堂，三十余人所有日记译本皆一一评判之。虽三家村学

究，不劳于此矣。虽然此其形式也，若以精神论之，似有进乎此者。”〔１０７〕

通过这一形式，蔡元培将民主法制的思想灌输给了学生，变其心移其俗，“我国苦专制久矣，诚

以诸君宗旨之正而引而申之，扩而充之，以灌输立宪思想于国民之脑中，则政体改革之机，必有影

响于是者”。〔１０８〕一方面，从其布置的周课题和月课题的题目中可以看出这一行为，周（月）课题的

频率为每周（月）一次，由蔡元培命题，交学生作答，再由蔡氏批阅点评，类似的题目有：“问立宪政

体不可破之主义何在？”“问立宪君主体与民主政体之异同？”〔１０９〕这些题目的设置都带有明显的倾

向性，意在破除学员固有的认识。另一方面，还体现在评语之中，在讨论民智未开是否宜设议院

时，学员认为：“国家为国民之形体，有一定通共之民意以成一切法律之本原，国民既为国家之一

体，于公理宜有国家之责，若必待其已开化而与之，则国家将专任权势以虐视人民，其极至举全国

而委于暴君强相，使国民皆为奴隶，而永远绝文明自主之宪法，终古无望开化矣，故欲通民智，必自

设议院始。”〔１１０〕时值以康梁为代表的立宪派鼓吹国人民智未开，不宜贸然设立议院之主张，如梁启

超的《古议院考》就断言民智未开而设议院是取乱之道，〔１１１〕并且，在其主持湖南时务学堂教务时，

这一思想也影响到了学员：

李泽澐问：今欲仿泰西之法，设立议院，使民权得其上达，亦古者议市谤朝之遗意也。

不知可复行否？

教习韩批：民智开乃行。〔１１２〕

蔡元培则在其学生的作文中，不仅明确指出开设议院是有利无弊之举，无须等待民智启蒙，而

且赞扬学生的论辞乃是破立宪派之顽梦：“纯依公理著笔，虽于有利无弊之实际未书发明，而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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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０４４９２４ ７，《论者多谓民智未开不宜设议院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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雋辩，亦是破顽梦矣。”〔１１３〕得益于蔡元培的指点，特班学生更加晓然革命的意义，“特班生类皆优于

国学，得先生之陶冶，益晓然于革命大义”。〔１１４〕

当然，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也引来了守旧的公学管理层的反感，如盛宣怀就对其过新的思想颇

有意见：“蔡鹤顷太史学问甚美而思想过新，往往舍科学而设哲理，虽哲学亦西儒心得之一门，然不

可以躐科学之等而为之，致蹈日本国民教育资料所称十五六年前之覆辙。”〔１１５〕张美翊更直呼其为

传播民权革命的“怪物”：“蔡鹤顷真是怪物，据特班生未散者言，培老所定课程一不遵守其宗旨，每

月一变。今日言恳亲，明日创哲学，而大要以民权革命，立会演说为目的（此等字眼甚为

讨厌！）”〔１１６〕

１９０２年因墨水瓶事件爆发，南洋公学２００余名同学愤然离校，〔１１７〕在中国教育会的帮助下组建

了爱国学社。〔１１８〕蔡元培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时评亦谓生员牺牲保举机会相率退学，实受蔡元

培的影响，“特班生亦牺牲其保举经济特科之资格，而相率退学，论者谓孑民平日提倡民权之影

响”。〔１１９〕盛宣怀也将这一事件的过错归咎于他，“因之诸生如钟枚，贝寿同两人时有嚣张不靖之

气，鹤顷既未先事戒劝，而临事旋即辞去，尤可怪者”。〔１２０〕张美翊更是认为这一事件中蔡元培是不

知大局“诚不能为之恕耳”：

方此次中院事起，特班嚣张者请示鹤顷，应否干预？蔡答以干预尽好，但不可有始无

终，遂如火燎原，不可收拾，钟枚等不足责，独蔡以翰林而不知大局，诚不能为之恕耳。〔１２１〕

由此可见蔡元培在特班教学中发挥的个人影响之大。当然，以蔡元培为核心并借鉴书院制的

教学方式也存在着一些短板。例如，尽管蔡元培教授日语时推广了和文汉读法，但他的日语水平

有限，“我不能说日语，但能看书，即用我的看书法教他们，他们就试译书”，〔１２２〕导致了学员对于日

文语法也存在很多难解的问题，自学法学知识亦有一知半解，而教员无法察觉的情形，“初六日，阅

法学通论第六节第二款，此下未经改正，颇难通晓，以意揣之，略知大意而已。……连日阅东文，颇

觉烦难，虽有译本对校，可云其大意，然于其用字之法，尚多未了”。〔１２３〕因此，在这种模式下，教师

实际上仍不能深入了解学员对于法学知识的掌握程度。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时期法学已有成为一门专门科目独立出现的迹象，至少在新式法学教

育体系建立之前，一些书院和新式学堂确已存在比较法学、英美法学、部门法学教育的精神，其教学方

法、内容和范围已成雏形，这已超越了我们对这一时期法学教育的既有认识。当然，在教育水准方面

和清末新政后逐步确立起的法学教育体系尚有一定的距离，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法学学科教育体系尚未建立。无论是新式书院还是学堂，在教学方法上仍未与传统的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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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完全脱离，教育宗旨上多受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的影响，课程中充斥着大量经史大义的内容，

法学知识在课堂教学中常与四书五经的内容纠缠在一起，学制的设置也并不科学，有层次有计划的法

学学科教育体系尚未确立起来。例如，１８９７年创设的直隶畿辅学堂，其公法和刑律仍与十三经、二十

四史、正续通鉴等课程混合讲授，并未独立出来，〔１２４〕因此，专门的法学教育仍在朦胧中摸索。

其次，专门的部门法教育并未形成。多数学校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存在着“诸法合体”式的现

象，校方缺少专业的部门法教师，这就导致了实际教学的质量并不高，各部门法的内容时不时穿插

讲授，造成了学员的法学知识体系支离破碎。例如，１９０３年至１９０６年京师大学堂政法教习仅陆世

芳一人。〔１２５〕这一现象直至新政后都没有得到彻底改观，１９０７年北洋大学堂就因仅有林文德

（ＥｄｇａｒＰｉｅｒｃｅＡｌｌｅｎ）教授法律学，刘国珍教授中国法律，
〔１２６〕遭到了学部的训斥，“所招学生普通学

之素养未深，致教习虽有学力合度者，成绩大减于旧。宜增添高等教习，改良校舍，推广名额，以期

进步”。〔１２７〕此外，许多部门法课程的讲授仅触及一些基本的法律理念，对具体的法律法规并不做

衍生讲解，尚没有形成系统且专门的部门法教育。

最后，整体的教学更加偏重于公法。当然，“公法”的范围已不再单单局限于“交涉公法”一类

的课程，刑法、行政法、宪法等课程都已进入课堂。但是，“私法”课程的数量则相对较少，多数学校

对民商事类的法学课程并不重视，例如湖南时务学堂的法学教育中私法的内容很难寻觅：“一曰公

法学，宪法、民律、刑律之类为内公法，交涉、公法、约章之类为外公法。”〔１２８〕即使是京师大学堂的仕

学馆，其法律学的课程也仅有民事诉讼法，民法和商法则归入了政治学。〔１２９〕这一问题当然与救亡

图存和变法新政的政治背景有关，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是“重公法轻私法”传统法制观念的延续。

余　　论

南洋公学特班在近代中国法律教育史的长河中仅仅是沧海之一粟，但它却代表了一个时期的

缩影，通过阐释特班法学教育的情况，我们可以窥见中国法学教育在萌芽时期的发展梗概。同样，

特班产生的影响也是弥足深远的，概言之，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特班在近代法律教育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一方面，特班借鉴了传统书

院制的教育模式，糅合了传统经典与西方法律的内容，衔接了两种不同的文化，达到了中西会通的

效果。另一方面，特班的成功代表了近代法学教育摸索时期取得的成果，其戛然而止不仅意味着

旧学制下的法学教育的衰亡，同时也预示着新兴法学体系的到来，特班成为近代法学教育由萌芽

过渡到成长阶段的重要一环。

第二，特班培养了一批在各个领域产生重要影响的学人。值得注意的是，仅４２名学生的特班

却走出了不少名人，如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和平老人”邵力子、北大校长胡仁源、“洋状元”项骧、佛

学大师李叔同、著名建筑家贝寿同、文学家谢无量和洪允祥等，他们均是一时的翘楚，在追求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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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代浪潮中，为民族进步和文化发展贡献出了各自的力量。在培养时间短，教员少，课程尚未全

部修毕的情况下，相比同时期其他学校，特班能够取得如此成绩是蔡元培当初没有想到的，〔１３０〕这

也体现出了特班在教育上的成功之处。

第三，特班学生身体力行投身于推动近代民主法制进程。其实，无论是特班的名人还是普通人，

我们都能在近代民主法制的变迁中看到他们贡献自己的力量。如王世澂积极参与起草了《中华民国

约法》和《修正大总统法》，力图实现“法律制袁”的目的；〔１３１〕黄炎培终其一生在为民主和教育事业奋

斗；洪允祥在担任《天铎报》主编期间，勇于针砭时弊；〔１３２〕抗战期间项骧不堪见到故土沦陷选择绝食而

亡，展现出了民族气节；〔１３３〕李叔同、萨君陆、范况、穆湘瑶等则通过翻译外文书籍传播先进思想，如李

叔同翻译的《法学门径书》即旨在教导国民学习法律之必要和提供研究的方法。〔１３４〕穆湘瑶翻译的《苏

格兰独立志》更是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得到了很高的赞誉，“足以药我国人心之委靡”。〔１３５〕

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年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为培养法律精英人才开始推行“三三制法科特班”，旨

在建立一个有较长时间和新型教学方法保障的高层次法律职业人才培养机制。这一做法某种意义上

继承了该校前身优秀的教育形式，汲取了历史的经验，期待它能如南洋公学特班一样取得璀璨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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